第三节  “文化大革命”

1966年深秋，霜风初起，冷雨霏霏。毛啸岑坐在家里望着窗外，听着外面广播里传来的一阵阵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”的口号声，心里照例缓缓漾上来一阵阵近似麻木的惆怅。他随意地翻着书，有些坐立不安。

1966年8月，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，通过了《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议》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后，国家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，从北京开始，全国各地出现了各种各样的“战斗队”、“战斗组”。红卫兵奔走全国，横扫“四旧”，鼓动“造反”，揪斗“走资派”和“反动学术权威”，冲击各级党政文化机关，任意对无辜公民体罚、抄家、关押。“批判”、“打倒”、“横扫”的浪潮波及全国。上海当然首当其冲。对这场运动，毛啸岑并不十分了解，然而，心里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

毛啸岑在二十年代国共合作时期参加了国民党，担任过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秘书长。他解放前是中信商业银行总经理，而这银行的董事长是“反动官僚”许世英。当年，毛啸岑在上海滩上周旋于国民党要员之间。解放前夕，他又参加了国民党上海金融区党部。解放后，又是个“右派”。这些都是毛啸岑无法否认的“罪行”。在这打倒一切的日子里，他再遭厄运。

楼下围墙上出现了批判毛啸岑的大字报。一批红卫兵冲进了毛啸岑家里，声称“奉命抄家搜集罪证”。毛啸岑与沈华昪被这突然其来的事端惊呆了。

毛啸岑家里，没有金银首饰、珠宝玉器，只有书籍资料，特别是他悉心收集的柳亚子、侯绍裘、张应春的资料。红卫兵一进家，一看见这一大堆文字材料，认为搜到了毛啸岑反党、反社会主义的“罪证”。他们将所有资料装入麻袋。
这是毛啸岑化了近十年时间积累的革命史料，是一笔有重大价值的历史遗产。毛啸岑请求红卫兵把这些东西留下，红卫兵什么也不答应，把毛啸岑、沈华昪推到了一边，厉声地说：“这些都是反动资料，统统得拿走。”红卫兵将资料全部带走了，毛啸岑一下子跌坐在了座椅上。

红卫兵临走时，将室内的箱笼贴封禁启，不准打开。

入冬，天气寒冷，棉衣绒裤却都在被封的衣箱内。红卫兵还不时地把毛啸岑拖出家门，要他站在楼下的里弄口示众。在刺人肌骨的寒风中，毛啸岑穿着夹衣，瑟瑟发抖。

毛啸岑多次被批斗和陪斗，“牛鬼蛇神”、“反动资本家”的帽子戴在头上，还要被迫写“交代”、“检查”。 但他对毛主席、共产党仍然保持着深厚的感情。他用毛笔抄了一本《毛主席语录》。每天一段一段地背诵。他想用这虔诚之心来解脱自己。

毛啸岑有一年时间被关押在上海中国银行的地下室里，遭到了非人的待遇。有一次，他被拉到电影院公开批斗，突然心绞痛发作，未登台就倒了下来。

造反派盯住毛啸岑的，是他参加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和解放前夕参加国民党金融区党部的事，特别抓住那次“潜伏会议”不放，无休止地审查。国民党江苏省党部，是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，是国民党左派，是跟着共产党人侯绍裘干的。参加国民党金融区党部，是得到当时的共产党负责人王绍鏊及叶景灏同意的，但造反派不相信，逼着他“交代”潜伏活动。

也不时地有人来找毛啸岑写证明材料，企图从他口中找到打倒其他人的“罪证”，通过他来诬陷、打击一些人。

面对这场“文化大革命”，毛啸岑百思不得其解。过去，潘汉年被判了无期徒刑，现在王绍鏊也成了革命对象，特别是刘少奇也被打倒了。这时，他对自己的处境，似乎“理解”了许多。

他想到了一件往事。

1955年，毛啸岑在广播里听到了“关于潘、杨反党集团”的报道。潘汉年一直是毛啸岑心目中尊敬的领导，他解放前有段时间在潘汉年领导下工作，那生机勃勃的“小开”形象在毛啸岑脑海里很是清晰。解放后，潘汉年担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，毛啸岑就根据他的指示，在金融业内为党工作。潘汉年是内奸，他怎么也想不通。后来他又得到消息，他的表妹沈月箴也因“潘杨事件”而被捕了。沈月箴，1942年离开香港后，受共产党组织派遣到桂林，后来穿过沦陷区到安徽省淮南任潘汉年的秘书，1944年2月因病回上海治疗。潘汉年在抗战时来往上海和解放区的通行证都是沈月箴搞来的。沈月箴1955年7月被捕，1956年12月24日才被释放。

毛啸岑和沈月箴自小感情很好，他对沈月箴的人品了解很深，是他把沈月箴介绍给王绍鏊，使沈月箴参加了中央特科，成了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。沈月箴被释放后来看过毛啸岑，说自己受了冤。当时，毛啸岑对“潘杨事件”这桩大冤案的内幕不了解，他总以为党决定的事应该是正确的。要沈月箴振作精神，相信党，正确对待这件事。现在，自己也受了冤屈，他弄不明白了。当年舍身忘死地为革命工作的人怎么会落到这么个下场呢？

面对审讯，他只能绞尽脑汁地回忆往事，老老实实地“交代”过去。他凭着一个革命者的忠诚，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，如实地写下了过去的经历，决不歪曲，决不敷衍，不少细节也没有放过。

造反派要他交待“国民党金融区党部设计委员会”的事。这个委员会是没有正式成立的，任凭造反派如何逼供，他还是坚持事实。

有人来调查叶景灏的问题，说叶景灏与伪警备司令部有牵连。毛啸岑如实为叶景灏作证否定这事。他写道：“自从我和叶景灏1946年7、8月间认识以后，他没有被敌人抓去过，这是我很清楚的。我也没听说过他去伪警备司令部的事情，我决不敢对革命人民有任何隐瞒。”

有关《金融日报》的事，他也很负责地为一些人作证：“有董事会组织，董事不完全是金融区党部的人，董事长王志莘就是没有参加国民党金融区党部。”
毛啸岑在“交代”中回顾了自己的经历，也回顾了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，他以对党，对同志高度负责的精神，顽强地抵制着横暴。从留下的20万字的“交代”材料，可以看到他那一颗对革命忠诚的心。

1968年底。全国办起了“五七干校”，大批所谓有问题的干部被送往农村参加劳动。毛啸岑被送到了奉贤县湍桥的“五七干校”。

毛啸岑此时已是将近七十的老人，应该在家里享受天伦之乐。然而，他却离开了家人，来到了这陌生的地方。

毛啸岑出身在江南乡镇，从小未曾参加过农村劳动。结婚后，生活上全靠沈华昪照料。反右、文革对他精神打击很大，身心遭受严重摧残。在“五七”干校，睡硬板床，吃粗食，白天参加劳动，晚上学习，背诵“老三篇”，背诵《毛主席语录》，作自我批判。毛啸岑的工作是施肥、浇水等农业辅助劳动。一次，他和另一同志抬着一桶水过木板桥，一脚踏空跌进了河浜。当人们把他救上岸时，他双目紧闭全身发抖，把人们吓得手足无措，躺了几天才得以恢复。

“五七干校”劳动强度大，伙食很差，毛啸岑的身体一天天垮了下来。他原先享受上海华东医院高级医疗待遇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一来，这种医疗待遇就被取消了，有病在市区一般地段医院就诊。湍桥“五七干校”医疗条件更差，他的病也就多起来了，心脏病、胃出血接踵而至。

七十高龄的毛啸岑在贫病交加中艰难度日。

